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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
视角。 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
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
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 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
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
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
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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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劳动
者有尊严地生活是衡量美好生活的一
个重要维度。 在劳动政策中，最低工资
政策涉及到社会底层劳动群体的核心
利益。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政
策是作为一种应对劳动力市场失灵的
政府管制工具，以政策干预手段对社会
财富进行分配，以此维护社会底层劳动
者的基本人权。 最低工资政策的本质作
用是保障低收入劳动者 的劳 动报 酬权
利，其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能促进社会正义。 在此意义上，最低工
资政策是体现了正义价值。 中国最低工
资政策虽然早已施行，但是政策效果却
不如人意。 ［1］地方政府在制定、施行最
低工资政策的时候，在“效率”观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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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摇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
年份
小时最低工资（元 ／ 小时） 月最低工资（元 ／ 月）
特区内 特区外 特区内 特区外
１９９２ １． ２０ － ２４５ －
１９９３ １． ４０ １． ４０ 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９９４ １． ８０ １． ６０ ３３８ ３００
１９９５
新工时 ２． ２４ 新工时 １． ８０
老工时 ２． ０２ 老工时 １． ６０
３８０ ３００
１９９６
新工时 ２． ３１ 新工时 １． ８０
老工时 ２． １２ 老工时 １． ６５
３９８ ３１０
１９９７ ２． ４４ １． ８６ ４２０ ３２０
１９９８ ２． ５０ １． ９２ ４３０ ３３０
１９９９． ５． １ － １０． １１ ２． ５４ １． ９５ ４３０ ３３０
１９９９． １０． １２ 后 ３． ２７ ２． ５０ ５４７ ４１９
２０００ ３． ２７ ２． ５０ ５４７ ４１９
２００１ ３． ４３ ２． ６３ ５７４ ４４０
２００２ ３． ５６ ２． ７５ ５９５ ４６０
２００３ ３． ５９ ２． ７８ ６００ ４６０
２００４ ３． ６５ ２． ８７ ６１０ ４８０
２００５ ３． ９７ ３． ３３ ６９０ ５８０
２００６ ４． ６６ ４． ０２ ８１０ ７００
２００７ ４． ８９ ４． ３１ ８５０ ７５０
２００８ ８． ８０ ８． 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９ ８． ８０ ８． 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９． ８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１． ７０ １３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３． ３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４． ５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６． ５０ １８０８
２０１５ １８． ５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 １８． ５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７ １９． ５０ ２１３０
２０１８ ２０． ３０ ２２００
资料来源：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历年《深圳统计年鉴》。
下，为了维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会扭
曲政策原本目标。 其背后的根源不仅是政策
设计层面的，更是政策伦理层面的。探讨最低
工资政策背后的伦理价值， 分析最低工资政
策在维护劳动者尊严、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上
的政策意义， 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定宏观
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
一、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演变
历程
深圳市自 1992 年起便开始施行最低工
资政策， 是中国较早施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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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一。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深圳市几乎
在每一年都会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并
维 持 着 比 较 快 的 增 长 速 度 （如 表 1 所 示）。
2010 年前深圳市为特区内外两区域。 基于深
圳 特 区 的 特 殊 政 治、 经 济 环 境， 深 圳 市 自
1994 年开 始执 行特 区内 外 不 同 的 最 低 工 资
标准。 2010 年后，深圳市施行非差异化的最
低工资标准。总的来说，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
经历了由“双轨制”到“并轨制”的演变过程。
（一）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出台
自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日起，深
圳便着力于经济体制的发展。 向混合所有制
经济转变成为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经济格局的
主要特点。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深圳
特区劳动力供应充裕， 特别是初级劳动力相
对过剩的情况，压低工人工资，以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另一方面，传统工资政策的保障范围
非常小，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甚至连集体企
业亦难以保障到。 但是随着特区社会经济蓬
勃发展，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所有制结
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非国有经济占的比例
呈直线上升， 原有的工资政策难以适应现实
情况。在当时的工资分配体制下，非国有企业
的劳动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工资保障问题。 政
府通过政策手段来规范企业工资分配行为已
成为当务之急，否则问题会呈现扩大化趋势，
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
例， 深圳市可通过建立最低工资政策来规范
企业的行为，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社
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政策就是在这样一个
大的背景下诞生了。
（二）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双轨制”
深圳特区于 1992 年开始施行的最低工
资政策，刚开始的适用范围只包括特区内的所
有企业，不包括特区外的原宝安县的企业。 ［2］
同年，原宝安县撤县建区，新建立的宝安、龙
岗区施行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政策。其中，
深府［1993］108 号文件“对宝安、龙岗两地实
施 的特 区工 资政 策”做 了明 确规 定，从 1993
年开始这两个行政区域实行特区的最低工资
规定。 1994 年深圳市通过、公布了《特区最低
工资条例》，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了该政策。 该
条例进一步对最低工资的确立与公布、 最低
工资的保障与监督以及违反最低工资的法律
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1994 年深 圳全 市 小 时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调
整为 1.8 元，月最低工资为 338 元。 由于宝安
和龙岗两区的地理条件比不上特区， 经济发
展亦难以与特区相比， 两辖区内的企业层次
并不高、经济效益也比较低。 ［3］因此两区对于
1994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应比较强烈，并认
为两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低于特区内的最低
工资标准。考虑到政策效果，为使最低工资政
策更好地适应特区外宝安和龙岗两区的实际
情况， 深圳市政府批准宝安和龙岗两区的企
业从 1994 年开始，施行与特区内不同的最低
工资标准。至此，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正式施
行“一市两标准”的办法，进入“双轨制”的阶
段。 不久， 特区外的宝安和龙岗两区确定了
1994 年小时最低工资为 1.6 元， 月最低工资
为 300 元，并于 1994 年 12 月 6 日公布执行。
深圳市定于每年的 4 月份， 依据居民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和上一年度的薪酬水平等变量对
特区内外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
（三）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并轨制”
1980 年，深 圳市 设立 特区 管理 线，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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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深圳市一直被
所谓的“二线关”分成特区内与特区外两个行
政区域。 1993 年，宝安县撤销县制而设区，分
割为宝安和龙岗两大行政区。至此，特区外的
宝安和龙岗两大行政区正式迈向了城市化建
设的阶段。 截止至 2004 年，宝安和龙岗的中
心区与基础制度设施的建设不断发展， 两区
城市化建设获得明显效果。同年，深圳市的户
籍人口整体上转为城市居民人口， 原来的非
私有土地也归入国有。 宝安和龙岗两区土地
纳入了深圳全市统一储备管理， 深圳现代化
建设迈向了历史性的一步，为 2010 年的“特
区一体化”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2010 年 5 月
27 日，深圳特别行政区扩展到深圳的整个行
政区。 同年 7 月 1 日，深圳市正式开启“特区
一体化”的大幕。 于此同时，特区内外原先的
社会保障政策也开始走向一体化。
深圳市于 2010 年 7 月起施行最低工资
政策的“并轨制”。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
居民消费价格、 工资水平以及就业状况指数
等变量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 当年深圳市
将全日制的劳动就业职员的最低工资标准统
一调整为 1100 元，原特区内的四个行政区域
的升幅为 10%， 原特区外的行政区域的升幅
为 22%。 非全日制的用工小时最低工资升为
9.8 元， 原特区内的行政区域的升幅为 11%，
原特区外的行政区域的升幅为 23%。 “并轨
制”下的最低工资标准，在满足一体化发展的
需求的基础上，消除工资政策的差异，极大地
促进了深圳市各行政区的协调、统筹、整体的
发展。自 1992 年到 2015 年，深圳最低工资标
准增长了 8 倍多，而且 2015 年其最低工资第
一次迈过两千元的标准线， 成为当年中国最
低工资的最高标准。
二、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背后的
价值演变
自 1994 年后，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基
本框架成型， 之后的政策修改基本都是在这
个基本框架下完成的。最低工资政策本身体现
的是一种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
存在冲突。 演变过程中的价值偏颇，是深圳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效果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效率主导”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
1993 年， 中 共 十 四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地方政府的经济
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的深圳市
最低工资政策深受该原则的影响。 深圳特区
于 1992 年开始施行的最低工资政策，刚开始
的适用范围只包括特区内的所有企业。 同年
11 月，新建立的宝安区、龙岗区施行深圳经
济特区最低工资政策。 由于宝安和龙岗两区
经济发展难以与特区相比，如果特区外两区
的最低工资标准施行特区内的标准，会增加
企业的用工成本，不利于两区的经济发展。
在以“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下，考虑到政策
效果方面，为使最低工资政策更好地适应特
区外宝安和龙岗两区的实际情况，深圳市政
府批准宝安和龙岗两区的企业从 1994 年开
始，施行与特区内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至
此，在考虑经济优先发展的前提下，深圳市最
低工资政策正式实施“双轨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来的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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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难以满足制度需求， 新的工时制度成为
完善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一块重要拼图。
政策调整的两年过渡期明显是以“企业”的立
场作为出发点。当时设置的政策过渡期规定，
自 1995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不符
合新工时制度施行条件的企业， 可以延两年
即 1997 年 再 施 行 。 从 1995 年 5 月 1 日 至
1997 年 5 月 1 日间，新、旧 两种 工 时 制 度 共
同存在。 施行新工时制度的企业执行新的标
准，施行旧工时制度的企业可执行旧的标准，
但月最低工资却是相同的。 随着 1995-1997
年的新、 老工时政策交替的完成，1998 年的
深圳最低工资再次被调整。 由此，这种以“企
业” 为中心的工时制度更替基本完成。 在以
“GDP”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 制下，形成 了独
特的地方政绩锦标赛体制。 地方政府之间的
竞争加剧了最低工资政策目标扭曲的程度。 ［4］
政府决策者出于个人晋升需求， 将最低工资
政策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无论是双轨制的
施行还是新工时的调整， 该阶段的深圳市最
低工资政策其蕴含的是以经济发展优先和以
企业为中心的倾向， 劳动者的合法利益让位
于效率导向的经济发展。
（二）“回归公平”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
1999 年， 深 圳市 为 了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政
策， 并解决最低工资与 “三条社会保障线水
平”提高后的衔接问题，理顺最低工资与下岗
工人生活费水平和失业救济金的关系， 于当
年 对 深 圳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进 行 第 二 次 调 整 。
2003 年，中国 沿海 地区 出现“民工 荒”，珠 江
三角洲地区是最为紧迫的劳动力缺口地区。
2004 年中国制定《最低工资规定》，给深圳市
最低工资政策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同
年 12 月 1 日开始，深圳市施行《深圳市员工
工资支付条例》，标志着深圳市政府首次从法
律层面上确立了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所施行
的“双轨制”的方法，并且扩大了最低工资的
范围， 力图提高最低工资政策的保障力度。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深圳市没有进行
2009 年的最低工资调整。 直至 2009 年 5 月
21 日，基于 社会 现实 的考 虑，深 圳市 开始 修
正《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及其
修正是在上层政策与市场环境第二次驱动下
诞生的， 表明了深圳市政府对于早期深圳市
最低工资政策关于 “一市两标准” 实践的肯
定，其背后蕴含的是对“效率原则”的坚持。 另
一方面，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提高深圳市最低工
资政策的保障力度及其政策合理性，表明最低
工资政策对“公平原则”的重新审视。
2010 年深圳市正式开启 “特区一体化”
步伐。 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会促进深
圳全市工资政策的统一。 在满足一体化发展
的需求基础上， 深圳市施行统一的最低工资
标准，消除工资政策的差异性，以促进深圳市
各行政区的协调、统筹、一体化的发展。至此，
最低工资政策进入“并轨制”阶段，在同一个
城市的劳动者的最低收入能够得到公平的对
待，由此体现了政策的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原
则的体现有其一定的内在原因。 随着市场经
济体制在深圳逐渐完善， 各种所有制的企业
纷纷建立，这一现象大大刺激了市场的活力，
也使得政府开始反思自身角色定位。 政府作
为各个领域中全能掌控者的角色逐渐发生转
变，从完全理性转向有限理性，这种转向也提
供了社会的发展空间。 劳动者开始意识到要
维护自身利益， 深圳的劳资纠纷罢工事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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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生，这预示着社会开始走向成熟，走向自
我觉醒。
这种由市场成长到政府放权， 再到社会
成熟的逻辑便是最低工资政策这种公平价值
导向回归的土壤。 加之我国政府开始慢慢转
变以效率优先的观念，特别是在新常态下，这
种政策背后的公平价值回归特别的明显。 政
府不再单纯追求数量，开始走向质量思维。现
今流行的公共治理模式便是这种公平价值回
归的主要表现。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公平
价值回归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并非一朝一
夕所能完成的。 这种情况的认识便必须结合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整个演进特点来分析。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基于循序渐进的发展路
径，数次发布、实施、修改、废止与最低工资政
策相关的法规条例， 使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
的变迁与实际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演变
出具有深圳特色的最低工资政策。
在政策演变过程当中， 深圳市最低工资
政策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 “效率优先”到
“回归公平”的内在逻辑演进。 深圳市政府结
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 在最低工资政策完
善上使用渐进战略， 较成功地完成了政策完
善与交替。至此以后，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便
由建构期进入稳定期， 政策的各项构成基本
成熟。但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是在上层政
策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刺 激 下 被 动 地 回 归 公 平
的，而且这种回归是不彻底的。主观层面的渐
进战略和客观层面的被动应对， 令深圳市最
低工资政策对“效率优先”具有强烈的路径依
赖， 在政策实质上依旧遵循着以效率导向的
“生存工资”理念。 “回归公平”一词代表的是
一种价值演变的过渡期。 如何由“回归公平”
向“公平优先”转变，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
接下来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走向“公平优先”的最低工资
政策
在经济学和法律的定义上， 最低工资经
常被界定为用人单位的一项义务， 即他们必
须在高于某一标准的劳动报酬的水平上雇佣
劳动者。在政策伦理层面上，最低工资还涉及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元问题， 即现行的最低工
资政策能否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过上有尊严
的生活。 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财富和权力
层 面 上 的 不 平 等 在 以 下 的 情 况 下 方 能 被 允
许： 这种不平等必须对处于最不利地位上的
社会成员的利益有利。 ［5］在该正义原则中的
社会公平对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倾斜
保护， 但是这种倾斜保护理应存在一个临界
点。在最低工资政策中，维护劳动者过上有尊
严的生活便是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临
界 点 之 下 是 仅 维 持 劳 动 者 基 本 生 活 成 本 的
“生存工资”，在这个临界点之上便是“生活工
资”。 “生存工资”在低阶的经济环境中衍生而
来的， 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在于在保证劳动者
个人基本生活的前提下， 降低企业的人力成
本，以使企业更加有效率的生产，促进经济发
展。所谓“生活工资”，可以理解为工资水平能
使劳动者有能力供养其家庭，维持自尊，有途
径、也有休闲的时间来参与国家的公民生活。 ［6］
与维持最低限度温饱的“生存工资”不同，“生
活工资” 其所体现的社会公平必将使以劳动
者的个人尊严作为前提，把人当作是目的，而
非手段。从这个意义来讲，引入“生活工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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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意味着一种政策范式的转换。
“生活工资”作为最低工资的一种政策理
念， 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最低工资政
策的伦理问题。 “生活工资”可以高于但不能
低于最低工资， 在临界点之上的最低工资必
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能够维护劳动者
及其家人作为人的尊严。 合法的社会利益与
个体权利具有一致性， 社会正义的前提始终
是社会上每个人的人格和基本权利都得到最
基本的尊重。 最初意义上的最低工资是建立
在生活工资理念的基础上。 ［7］从根源上分析，
社会公平和劳动者作为人的尊严是最低工资
的伦理问题。但是，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保障
效果未能充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 ［8］［9］［10］作为
全 国 经 济 中 心 之 一 和 国 际 化 大 都 市 的 深 圳
市，是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标杆，肩负着制度
创新的历史使命， 代表着中国最低工资政策
演变的未来方向。 带有极强的效率价值属性
的“生存工资”理念适合于经济发展前期的资
本积累阶段。 主导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仍是
“生存工资”理念，体现效率价值，而非“生活
工资”理念。最低工资政策的演变在一定程度
上滞后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具体而言， 深圳市的劳动生产力和平均
工资位于中国前列，但是生活成本也很高。深
圳市的劳动者绝大部分是外来农民工， 他们
的收入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工资仅在生
存线与温饱线之间，与发展线的差距较大。最
低工资政策作为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 其直
接关涉到劳动者自身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权
和发展权。 对深圳市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
言，目前的“最低工资”事实上只够保障低收
入劳动者一个人的“劳动力生产”即作为社会
人的基本消费支出，而根本无法保障“劳动力
再生产”即整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加之制度壁
垒的存在， 更是无法充分享受与户籍市民相
当的公共福利和服务， 只能在生活费用较高
的深圳挣扎求存。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
力市场的主体力量， 随着他们的维权意识和
自我意识的觉醒， 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仅满足
于基本生存的需要， 而有更深层次的主体意
识和发展愿景。 低收入劳动者所承担的生存
压力无法得到适当的疏导， 容易使他们在满
足集体提升工资的诉求下使用非常态手段，
成为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常态化诱因。 在这种
情况下，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今后若继续以
“生存工资”理念为主导价值，将难以达到理
想的政策效果， 并且会在维护劳动关系的和
谐稳定方面面临重重困难。如此下去，深圳市
将有可能陷入“低工资陷阱”中，即当经济发
展到较高层次后， 低劳动力成本会对社会经
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而且这些消极
效应会与低工资形成彼此加强的倾向。 ［11］
最低工资不应仅仅是满足劳动者生存的
需要， 而是更高的生活层面和作为劳动者的
劳动尊严的保护。有中国学者提出过类似“生
活工资”的概念，如翟志俊提出“体面工资”这
一概念， 并认为体面工资应是最低工资的发
展目标，从政策演进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在最低工资的原有功能
上得以保留的基础上， 将会逐渐地增加许多
功能，如社会保障的费用、教育培养子女的费
用、福利待遇的费用、融入社会和休闲交际的
费用、 医疗保健的费用、 个体发展需要的费
用，从而向体面工资靠近。 ”［12］从这一点来看，
“生活工资”理念的引入，似乎是解决工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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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一种方法。 以政府干预和劳动者的集体
力量作为推动力， 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幸福与
尊严的生活。 生活工资有助于维护劳动者的
个人尊严，也体现了社会公平。
基于劳动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深圳市
最低工资政策的主导理念应引入“生活工资”
理念。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施行生活工资政策。
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一把锋利的 “双刃剑”，
过度的提高最低工资往往会适得其反［13］。 将
生活工资政策付之于实践， 并不是无限制地
升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而言，
生活工资政策并非是一种取代， 而是一种补
充。 最低工资政策是对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
的保障，适用范围广，强制性特征明显。 而生
活工资政策并非对所有企业都适用和具有强
制性。生活工资政策构建的意义在于，通过在
最低工资之上构建更高级的工资保障维度，
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的参照系， 促使其
调整至合理的水平， 使低收入劳动者过着有
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最低工资标准的
调整依旧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缺乏科学性
和制度性。 ［14］据此，深圳首先应适度扩大政策
参与， 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全市性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的制度化建设， 作为最低工资的
底线；其次在全市性标准之外，根据深圳社会
经济结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特定领域或行业，
如政府公务服务外包的领域， 施行更高一级
的最低工资标准即生活工资标准， 由此通过
多层次的工资政策体系促使用人单位在可承
受的范围内， 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使其能更充分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纠正收入
分配格局扭曲所带来的负效应， 促进社会公
平，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结语
自 1992 年正式施行最低工资政策起，深
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经历了由“双轨制”到“并
轨制”的演变，从 1992 年政策的建立到 2015
年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 深圳市在政策演变
过程中做了许多具有拓荒性的尝试与探索，
在中国最低工资政策的建设中起到了标杆作
用。最低工资政策关系到收入分配的问题，收
入分配的问题关系到正义的问题， 正义的问
题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劳动者作为一个人的尊
严的问题。所以，最低工资政策首要面临的难
题是其政策效果和影响能否使低收入劳动者
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路径依赖，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演变局限在政策形式
上的变革，而在政策实质上依旧反映的是“生
存工资”理念，导致其政策效果只能勉强维持
劳动者生存。即使一味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也难以解决低收入农民工的劳动问题。 ［15］最
低工资政策的完善也不仅仅是政策上的简单
重构， 背后隐含的是政策理念的变革。 引入
“生活工资”理念便变得非常重要。 如何引入
“生活工资”理念？或许，建立多层次的最低工
资政策体系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从“生存
工资”向“生活工资”的变革与其说是人为的
自上而下的构建， 倒不如说是自发的价值演
变。 最低工资政策的价值观变革绝非短时间
内可实现的，加以考量测量技术、人口结构、
经济情况以及政治体制等影响因子的存在，
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所要走的路仍然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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